
747

音美体教研

明前音乐文学发展脉络厘析
刘尚宇

渤海大学

摘　要：我国诗歌文学自古便有“合乐而歌”的传统。《诗经》便是合乐的文学，唐前诗歌也基本与音乐并

存，共同发展。唐时四声的发现、平仄格律的产生，使得诗这一体裁由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，开始独立于音乐发

展。及至晚唐，词成为了新的和乐歌辞，并于宋代发展到极盛。后因旧曲散佚，后人只得依靠词谱填词，词创作便

逐渐衰落下去。南宋及元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胡乐与本土音乐结合，形成了新的声调，并由此产生了与之搭配的

长短句歌词，即散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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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音乐文学历史悠久，“合乐而歌”的传统自

上古时期起便已初现端倪。《诗》大序云：“作乐之

始，乐写人音”；又云“乐曲既定，规矩先成，后人作

诗”[1]，表明我国古代对乐与诗之间关系的看法：先是

音乐模仿人，后是人模仿音乐。

关于音乐的起源，向来众说纷纭。其一是模仿说。

《吕氏春秋》载：“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。……听凤凰

之鸣，以别十二律。”“帝尧立，乃命质为乐。质乃效

山林溪谷之音以歌，乃以麋革置缶而鼓之。”[2]由此推

断，最初的音乐或是古人模仿飞禽走兽的鸣叫声、山林

溪谷的风水声等自然界的声音而作的。

其二是感情说。《礼记·乐记》载：“凡音之起，

由人心生也。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故

形于声。声相应，故生变，变成方，谓之音。比音而乐

之，及干戚羽旄，谓之乐。”“金石丝竹，乐之器也。

诗，言其志也；歌，咏其声也；舞，动其容也。三者本

于心，然后乐气从之。”[3]这都说明音乐是由人的思想

感情而产生的。

其三是劳动说。《吕氏春秋》载：“今举大木者，

前呼舆謣，后亦应之。”[4]另有《淮南子》：“今夫举

大木者，前呼‘邪许’，后亦应之。”[5]其中“舆謣”

和“邪许”便是劳动号子。这种在劳动中产生的重复性

口号，也是节奏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。因此，劳动或也

是音乐的起源。

一、唐前乐诗的演变

《吕氏春秋》载：“昔葛天氏之乐：三人操牛尾，

投足以歌八阕。”[6]算是原始乐舞的综合写照：“投

足”可以说是最古老的舞蹈，也可以说是和着乐曲的节

拍；“歌八阕”是描绘以乐伴舞、边歌边舞的景象。此

时并无乐器，只有徒歌。

结合现存文献及考古发现，鼓一直被认为是原始社

会中最古老也最常见的乐器之一，我国有关鼓的传说

历史悠久：“今世之鼓，盖起于伊耆氏之土鼓也。”[7]

以上表明帝尧时期已有最原始的乐器出现。《高士

传》载：“帝尧之世，……壤父年八十馀，而击壤於

道中。”[8]这被沈德潜称为“肇开声诗”[9]。参照《礼

记》中的“土鼓、蒉桴”，则其所击之“壤”即为土鼓

蒉桴的前身。击壤代替投足，正是原始声诗初现肇端的

佐证。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《史记》称其为

“孔子皆弦歌之”[10]，儒家诗教也有“春诵夏弦”[11]

的说法，这都表明《诗经》是合乐的，且是先有诗后配

乐，按《诗》大序的说法，是“乐效人”。

春秋时期，诗和乐在社会活动中是分开应用的。当

时的诸侯在国宾宴会中往往诵读诗文以言志，显然是不

搭配乐曲的。在各种祭祀仪式上也会演奏不同乐曲，

如两君相见时演奏《大雅·文王》；乡射礼演奏《国

风·周南·召南》等，此时演奏的乐曲，显然仅保留了

音乐旋律而舍弃了唱词，这表明当时诗乐是分离的。

战国时期，配合《诗经》演奏的乐曲已不能满足当

时的审美娱乐需求，由是出现了新的音乐风格，这可从

这一时期民间创作的歌词中窥得一二，如《孟子》所载

《沧浪孺子歌》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

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[12]再如《庄子》所载《楚

狂接舆歌》等。这些歌辞大多已不再囿于《诗经》四言

的格式，其中以《离骚》最为出名，因此也被后世称作

“骚体”，又因当时出现在长江流域的“书楚语作楚声

纪楚地名楚物”[13]的新诗体而被称为楚辞。

汉武帝时期，据《汉书》：武帝“立乐府，采诗夜

诵，有赵代秦楚之讴”[14]，这便是汉乐府的开端：成立

乐府，派专人收集民间唱词小调，为各地民歌配乐，从

而有了乐府诗，这是“乐效人”。在乐府采集到的这些

诗里，既包括前朝流行的四言和楚辞，也有当时新兴的

五、七、杂言诗。这段时间各种诗体兼蓄并存，后人模

仿汉乐府曲调新写的诗，又是“人效乐”。

汉魏六朝，诗乐结合的只有乐府诗，大体可分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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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：①先有诗辞，后以乐配诗，如《元氏长庆集》：

“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，盖选词以配乐，

非由乐以定词也”[15]；②先有乐曲，后以乐定词，如

《乐府诗集》：“因声而作歌”[16]；③未配乐的诗或徒

歌、谣辞。

二、从诗到词

沈约四声的发现使五七言诗发展到了近体诗。有了

平仄格律，诗与音乐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二者

完全分离，按着各自的道路发展。

到了晚唐，辞乐有了新的结合形式，产生了新的文

学体裁，即词。有说法认为，词是由唐代近体诗在配乐

时，为了合乐，经历了加减字的过程而演化产生的，如

朱熹《朱子语类》：“古乐府只是诗，中间却添许多泛

声。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，逐一声添箇实字，遂成长短

句，今曲子便是。”[17]再如《乐府余论》：“谓之诗余

者，以词起于唐人绝句。”[18]但这种说法把词简单地归

纳为诗为合乐所做尝试的产物，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。

从现存资料看，词的最初形式或是通俗的民间作品。

词最初被称为“歌词”“曲子词”，在诞生时就是

依附于音乐的文体。从词乐关系的角度看，它和乐府诗

是类似的，宋时也称“乐府”，为了与古乐府相区别，

有时也称“近体乐府”。

作为音乐文学，词的产生发展与音乐本身紧密关

联。《旧唐书》载：“自周隋已来，管弦杂曲将数百

曲，多用西凉乐，鼓舞曲多用龟兹乐。其曲度皆时俗所

知也。”[19]到了唐朝，除了前朝旧曲，随着交通贸易的

发达，中原与外域的交流越发频繁，大量域外音乐流入

中原，与中原传统曲调结合，形成了带有异域特色的新

曲调，即“燕乐”。《旧唐书》言：“自开元已来，歌

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。”[20]说明当时演奏的曲调多由西

域音乐和民间小调组成。“燕乐”曲调新颖繁多，无论

在上流社会，还是市井民间都颇受喜爱。在当时，大城

市中有许多乐工歌女，他们以演唱为生，其中擅长作词

的便配合这些乐曲，创作了许多长短句掺杂的歌词，这

便是词的雏形。

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被正式引入文坛是经过了一段

时间的。唐代教坊出于为宫廷制曲演奏的需要，大量吸

收了民间的曲子词加以保存并仿作。从《教坊记》所列

曲目的名称，如《拾麦子》《摸鱼子》《拨棹子》等可

大致推断，它们大多来自民间，或是宫廷乐工们取材自

民间乐曲所创的。民间曲调经教坊传播，进入了文人的

视野，也引起了他们参与创作的兴趣。盛唐时期早有李

白、刘禹锡、白居易等进行过词创作，但直到“能逐弦

吹之音”[21]的温庭筠专力作词，词调得到了充分利用，

词这一文体才终于到了能与诗分庭抗礼的地位。同时，

五代及宋，不断有新的词牌涌现，说明不断有新的乐曲

产生，为词的繁荣创造了条件。后宋皇室南渡，乐府存

放的乐谱散佚，但曲调流传并不全靠文字记录，还有众

人诵唱口耳相传，南宋的新词创作并未断绝。但这种传

承方式并不长久，旧曲已佚，后人只能依照前人的创作

依样画瓢，这样创作出的词自然不再适合配乐演唱，此

后词创作便因逐渐失去了活力。

三、从词到曲

金元时期，合乐歌唱的文体有了进一步的演变，基

于原有的北方民间音乐与胡乐诞生了全新的曲词，即

“元曲”。因其诞生之所地处北方，配合北乐，又被称

之为“北曲”。

广义的元曲或北曲实际分为两种，一是具有诗歌性

质的“散曲”，是配乐的长短句，类似于词。二是歌剧

性质的“杂剧”，主要由曲词组成，包括说白、故事情

节、人物举止动作和可表演的戏剧。散曲的兴起在杂剧

之前，是宋词之后出现在文坛的新体裁。而杂剧是用散

曲中的套曲形式创作的歌剧。

散曲原是单支分散的曲词，又称清曲或清唱。因其

合乐而歌的特点，元明时也被叫做乐府或词。此外，因

曲产生于词之后，也被称作“词余”或“余音”。

《汇苑详注》云：“三百篇亡而后有骚、赋，骚、

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，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

乐府，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，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，

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。”[22]这表明中国的诗歌基本

一直都有合乐的传统。散曲是词之后产生的文体，宋代

以后词在音乐和文词创作上逐渐不再适合市井民众，同

一时期，域外女真族、蒙古族的南扩同时把“胡乐”引

入了中原。胡乐与本土的音乐相互渗透，形成了新的乐

调。散曲正是为了与之搭配而产生的新的歌辞。《南词

叙录》云：“今之北曲，盖辽、金北鄙杀伐之音，……

流入中原，遂为民间之日用。宋词既不可被弦管，南人

亦遂尚此，上下风靡，浅俗可嗤。”[23]说明了曲取代

词产生的原因：词失去了它合乐而歌的通俗性，域外的

新曲调需要配合新唱词，曲便由此而生。《中原音韵》

和《太和正音谱》所存曲牌，如《阿纳忽》《阿忽令》

等，可以看出其与域外音乐密切相关。此外，还有不少

曲调出自当时北方地区流传的民俗小调。这些民间作品

被注意到后，也被有意识地收集并加以改编仿造。如现

存的《采茶女》《山坡羊》等，都透着民间小调的风

情。

散曲也吸收了部分宋词的成果，一部分曲调就是由

词调演变而来。按王骥德《曲律》：“然词之与曲，实

分两途。间有采入南、北二曲者。……则自宋之诗余，

及金之变宋而为曲，元又变金而一为北曲，一为南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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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各立一种名色，视古乐府，不知更几沧桑矣。”[24]可

以看出无论北曲还是南曲，都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部分

词的成果。但词与曲，因音乐的不同，是存在很大差异

的。较早的时候，演奏的乐器多以编钟、石磐、鼓、埙

等为主，发音缓慢悠长，为与之搭配，则势必要一声一

字地演唱。古琴亦是余音悠长的乐器，自是也继承了一

声一字的演唱特点。宋时乐器虽有改进，但依旧沿袭前

代一声一字的特点，这可从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中得到例

证。及至北曲，演唱方面出现了“字多声少”或者“字

少声多”的局面，这是词乐和曲乐最大的区别。

曲的产生兴起还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催化。金元时

期，聚集在城市中的人群以手工业者、商人、小贩等为

主。为了满足底层民众的文娱需求，通俗文学顺势产

生，包括小说话本、戏曲和各种各样的讲唱文学等。当

时普通市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，为了便于理解，这

些文学形式有了共同的通俗化倾向：适于讲说演唱。曲

也是顺应这一潮流的产物。曲与诗词最大的不同便是它

会使用俚语方言，因此更易传唱。《曲律》云：“所谓

小令，盖市井所唱小曲也。”[25]由此可知，曲最初很可

能传唱于市井街巷之中。但在曲被引入文坛，经上层文

人精雕细琢后，逐渐去通俗化，便也不可避免地重蹈词

的覆辙了。

四、总结

我国远古时便有关于音乐的记载，最早的“葛天氏

之乐”徒有曲调。乐器出现后，有了“壤父”击壤而歌

的典故，这是我国声诗的肇端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

《诗经》在传唱初期也搭配着不同曲调进行表演。到了

春秋时期，为了满足外交辞令和祭祀宴飨的不同需求，

诗与乐脱离，有了各自发展的倾向。战国时期，楚辞出

现，产生了新的音乐风格。汉乐府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

声诗的发展，诗与乐的结合也出现了更为繁复的情况。

“四声”的发现和平仄格律的产生，使得诗与乐完

全分离。唐代繁荣的经济与开放包容的风气，大大增加

了当时的娱乐需求。胡乐的传入带动了音乐的发展变

化，为了搭配新的曲调，市井中诞生了词。待其传入上

流社会，经文人雕琢，词不再适应普通民众的娱乐需

求，南宋词调散佚后，词的创作随着时间逐渐萎靡了下

去。

金元之时，域外民族入主中原，带来了“新声”，

经济发展也大大增加了市井街巷平民的娱乐需求。前代

的诗词不再适合新曲，为了满足需要，搭配新曲、偏世

俗化的散曲应运而生，其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：①女

真族、蒙古族等外域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时带来的胡乐；

②北方地区街头巷尾流传的民俗小调；③前朝历代积攒

传承下来的故音余响。

诗、词和散曲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三种重要形

式。它们一开始都是古时配乐演唱的文体，经过数代人

的积累和沉淀，从体裁发展的角度来看，散曲可以说是

对前代的创新和弘扬，是元代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象

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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